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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众所周知，韩国的中国学研究从传统时代(近代以前)起就非常活跃，直至今日，韩国的中国学或中国史研究仍很受重视，就中国史研

究而言，现在韩国的150所四年制大学中，每所大学至少有2至3名教授从事中国史研究，这样算来，全国就有400余名中国史教授。如果再加

上比教授人数还要多的讲师、研究生以及分散在专科学校和初、高中学校的研究人员的话，那么，全国范围内，少说也有1000余名学者正在

从事中国史研究。如果再算上比中国史研究者人数多得多的中国语文学和中国哲学等其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的话，其数字也必会明

显增加。因而，就学者人数而言，韩国与中国史研究相对较为活跃的日本、美国相比并不逊色。 

      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成果也不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冷战体制下，韩中两国因韩国战争而完全断绝外交

往来，形成一种敌对关系。这之后，在韩国，如若对社会主义中国即现代中国过分关心的话，就有被视为赞同共产体制的危险。在严格的思

想统治下，也无法从中国大陆获得从事研究所需的资料。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反文化运动也曾盛极一时，从而使

得研究工作被迫中断。故而，在冷战体制解体，韩国国内思想统治得以缓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才正式展

开。特别是1992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韩国学者开始对现代中国极为关心与重视。因此，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的人数也随之剧增。19

92年初，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学者们创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现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中有大约60余名博士

研究生以上的专门研究人员，并计划开始出版其机关刊物《中国现代史研究》。 

(二) 

      在韩国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学者大致可分成四组或者说四代。 

      第一代由元老级学者们组成，他们在日帝统治时期受到教育并亲身参与抗日战争，直接经历了现代史的发展过程，1945年后在大学执

教。曾在高丽大学任教的金俊烨便是其中的代表。[1]虽然就他们研究的方法论而言，也并非没有任何问题，但可以说他们在中国现代史研

究的筹备阶段确实发挥了极积的作用。 

      第二代由五六十岁左右的指导级学者组成。他们有的在六七十年代极为困难的学术环境里，靠自学来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有的则是

从台湾、美国受到专门培养后归国。这一代以汉城大学的闵斗基教授为代表。高丽大学的辛胜夏教授，梨花大学的金捻子教授，汉城大学的

尹世哲教授，岭南大学的李炳柱教授等都属于这一组别。他们在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发起及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

的作用。现在，这批学者担任学会的顾问或会长，指导学会的工作。闵斗基教授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将研究重点从曾一直作为自己研究方向

的清末改革运动研究转向中华民国史，特别是20年代国民革命史，并主持了几次与青年学者共同进行的国民革命史研究活动[2]，从而奠定

了现代史研究的基础。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尽管直到最近才对国民革命史予以重视，在这方面就已产生了不少重要成果，可以说，这些成

绩的取得完全是闵斗基教授积极努力的结果。在这一代学者中，辛胜夏教授主要从事以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为中心的韩中关系史研究，最近

出版了有关现代史与当代史的著述[3]。金稳子教授主要研究辛亥革命至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妇女史以及妇女政策。尹世哲教授主要研究第

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政治史与思想史。李炳柱教授则主要从事南京政府时期的农业政策与乡村运动的研究。 

      第三代主要由40岁左右的比较年轻的学者组成。他们大多从上述的指导级研究者中接受了培养与指导，现在各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

作。他们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实际的主导力量，在会中担任干事等职务，负责具体的业务工作。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已成书发表的研究内

容主要有:尹惠英教授对于北伐前北京政权内部的崩溃过程的详细论述[4];白永瑞教授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对于20年代中国大学文化的

研究，特别是20年代大学生的生活与思想意识中哪一部分使得大学生转化为革命势力的研究[5];裴京汉教授对于20年代蒋介石的军事政治的

抬头过程的研究[6]。除此之外，研究工作已经完成，论文不久便会发表，或研究工作就要完成的专题有:20年代初期上海工商阶层的政治动

向(李升辉),30年代山西省经济问题与阎锡山政权(姜明喜),20年代的西南军阀(金世昊)，国民革命时期湖南省的农业问题与农民运动(罗弦

沫)，20年代前半期北京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劳工运动(林相范),20年代上海工人阶层的生活与劳工运动(田寅甲)，二三十年代民族企业的

经济实态(河世凤),20年代无政府主义及其政治特点(朴济均),20年代上海学生界的动态(郑文祥)等。 

      第四代是现在各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正在准备学位论文的年轻学者。他们的人数超过前面所说的任何一代，他们的研究领域也更为广

阔，他们的研究前景也最为乐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期，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点主要还局限于20年代，这些第四代学者将

研究的时期扩展到三四十年代。不仅如此，从前现代史研究范围主要停留在政治史与思想史领域，他们又将研究范畴扩大到经济史与社会史

领域，研究视野更为广阔，这种进取与开拓确使学术界为之鼓舞，为之振奋。[7] 



(三) 

      由此看来，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迅速成长起来的韩国学者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年轻且大有希望的学术领域。当然，在这

个阶段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一部分少壮学者从共产主义革命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史，视野较为狭窄。还有一部分学

者在研究社会经济史时资料的驾驭与论证都不很严谨。然而，尽管有这些问题，从总体上看，在这一领域里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氛围已经形

成。 

      从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这一方面来讲，其前景也是颇为乐观的。从几年前开始，一部分大学就邀请中国的历史学者直接为学生们授

课。有的大学还准许研究生到中国来搜集资料，并为之提供财政援助。以1991年6月于汉城大学主办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国际研讨会”

[8]为契机，通过两国间学术会议而进行的交流日渐频繁。现在，韩、中、日三国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在商讨召集定期的学术会

议，可见，将来学术交流的前景更为广阔。 

      笔者认为，这种两国(或三国)间的学术交流不仅对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对中国的现代史研究也将发挥一定的作

用。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在韩国，韩国人对韩国史的研究很容易丧失其客观性，同样道理，在中国，研究中国现代史也极有可能难以保

持其客观性。这样看来，在象韩国这样的国家研究中国现代史也便有了可以让其发挥作用的足够空间。笔者希望今后两国间能够更为积极地

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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